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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土地产权、合法权威与农村“界畔纠纷”


———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社会学视角的精练解释

谢秋山，马润生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在我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征用所致的农村土地价值显性化激发了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
倾向，而农村土地承包权划分不清和农村“合法权威”的缺位则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难以有效约束农民的

机会主义行为。在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之下，村民间为争夺土地附加价值而产生的“界畔纠纷”有其必然性。

应继续做好农村土地的确权工作，建立划分明确、易于执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并通过建立惩罚和约束农

民机会主义行为的法律法规、树立政府管理部门的廉政形象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文化素质，将农村土

地产权制度规则在农民内心进行内化，实现法律秩序的经验效力，树立农村社会“权威”，才能有效控制当前

我国农村的“界畔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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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的界定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高

铁、高速公路等大型项目的实施，对农村土地的征

用迅速增加，围绕土地征用而产生的“界畔纠纷”也

呈井喷式的增长。“界畔纠纷”是一个比其它类型

土地纠纷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界畔纠纷”的

负面效果往往并不仅限于直接纠纷的土地权益本

身，更可能引致传统农村社区的原始性社会资本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①遭到破坏，进而不利于和
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鉴于此，本文

将集中关注土地纠纷的特殊类别———“界畔纠纷”。

检诸以往，却未能发现有学者直接关注过处于

发展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界畔纠纷”问题。已有的

研究文献（张静，２００３；李红波 等，２００６；周艳波，
２００８；谭术魁，２００９；胡勇 等，２００９；孟宏斌 等，

２０１０）大多是在土地纠纷的宽泛概念框架下隐含地
涉及这一主题，认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不明确，即中

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缺陷是土地纠纷和土地冲突

爆发的重要原因。此外，张静（２００３）意识到法律经
验效力的重要性，认为法律经验效力的缺乏是中国

土地使用规则不确定和乡村社会土地纠纷的重要

原因。只有少数经济史学者（步德茂，２０００；孙守
朋，２００７；把增强，２０１１）关注了中国古代的“界畔纠
纷”问题，其中尤以步德茂（２０００）的研究最为出色，
他认为农村社会经济自利与社会正义的竞争性②乃

是包括“界畔纠纷”在内的诸多纠纷的核心所在，即

经济和社会变迁引起的不适应，进而带来的挫折感

和愤怒感是农村“界畔纠纷”产生的深层社会背景，

农民追求私利的耕地收益最大化行为则是农村“界

畔纠纷”的直接原因。步德茂的研究为本文的分析

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我们理清处于社会

发展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界畔纠纷”的性质和

爆发的机制。

由于少有文献专门关注本文的研究主题，所以

在展开分析之前，笔者首先对“界畔纠纷”③的概念

予以界定。“界畔纠纷”是与“土地纠纷”相关联的

一个概念，土地纠纷是包含“界畔纠纷”的更宽泛的

概念。本文将“界畔纠纷”界定为：两个或两方土地

权利要求者，为争夺相邻土地的产权归属和附加利

益而发生的纠纷。“界畔纠纷”与其它类型土地纠

纷的最大区别在于权利主张的焦点在于相邻田界

的归属，一般不涉及第三方。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尝

试辨识这类纠纷，并就当前中国农村“界畔纠纷”爆

发的原因提出一个清晰、简明的解释框架。

Ｗｅｈｒｍａｎｎ（２００６）看到了土地纠纷的复杂性，在
《地权不足以解决问题：制度变迁和心理动机在土

地冲突中的作用———基于非洲的案例分析》

（ＣａｄａｓｔｒｅｉｎＩｔｓｅｌｆＷｏｎ’ｔ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ｅＢｏｌｅ
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Ｌ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Ｃ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Ａｆｒｉｃａ）一文中，他提出
了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技术和心理因

素在内的综合土地纠纷解释框架；国内学者谭术魁

（２００９）则在 Ｗｅｈｒｍａｎｎ博士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
了一个解释中国土地纠纷的综合框架，对中国频繁

爆发土地冲突的经济原因、社会经济原因、人口原

因、行政原因和法律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但大而

全的理论概述并不能直接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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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原始性社会资本”是与“现代制度性社会资本”相对应的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Ｓ·科尔曼（ＪａｍｅｓＣｏｌｅｍａｎ）提
出，他认为之所以要创建新的社会科学，原因之一就是“原始性社会组织的衰落造成一种真空状态……为了重建社会，填补因

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组织遭到侵蚀而留下的真空”。我国农村社区作为一种传统社区，家庭、家族、宗族、邻里和村落等初级群体

提供了原始性的社会资本：各个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富于情感化，邻里之间互借有无、守望相助，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每

逢婚丧嫁娶，邻里之间都会通过“随礼”和“换工”等方式相互提供物质和人力方面的支持，以解决物质性资本和人力资本不足

的缺陷。

在步德茂看来，所谓社会正义的竞争性指当纠纷各方认为制度变迁不公正时，争议者很少寻求调节；直到制度变迁被调

试以反映变迁中的现实，直到被广为接受为公平的制度，纠纷、争端才会避免。

也有文献称之为“田界纠纷”。



因此，本文试图专门针对“界畔纠纷”构建一个简单

易懂、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解释框架，把抽象的、混

乱的现象简单化为实践中可操作的理论框架和政

策建议。

二、农村“界畔纠纷”的解释框架：制度

经济学与法律社会学

制度主义，特别是交易成本理论提醒我们要注

意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强调正式产权制度明

晰的重要性。Ｓｉｍｏｎ（１９８５）认为对人类行为的研
究，最重要的是对人性的正确认识（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交
易成本经济学沿袭了西蒙这一主张，以人性的机会

主义为假设前提。机会主义是一个涵盖逆向选择

（ａｄｖｅｒｓ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和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内涵
更为宽广的概念，“经济行为人欺骗、偷盗的可能

性，经济行为人表面遵守、背地违背协议的可能性，

以及经济行为人故意违背合同规定，采取其他战略

性行为的可能性都被包含在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９９３）。在机会主义动机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
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自私且不惜

损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损人利己①。具有机会主义

行为动机并不是说人们将持续地进行投机行为，机

会主义动机和行为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出现，

机会主义假设意味着“某些人在某些时间段内具有

机会主义的动机，确定事前可信赖性程度的成本是

高昂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６）。
对于发展中国家农民群体的研究，更需要从机

会主义的人性假设出发。正如 Ｐｏｌａｎｙｉ（２００１）所看
到的，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长河中，人类的经济

获利动机并不存在，互惠性和再分配（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ａｎｄ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当人类经
历从农业社会向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大转型（意味

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动机的变化）时，获利的生存动

机（ｍｏｔｉｖｅｏｆ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ｔｈａｔｏｆｇａｉｎ）必然会被获利
的机会主义取代。诺斯（１９８１）也认为“与交易费用
有关的人格化交换使来自逃避义务和机会主义的

收益最小化，这是因为双方有重复交易和私人契

约，因而交换是建立在规则和产权公正的社会伦理

之上的。互惠当然强化了这种行为规则，但并不是

由于纯粹的互惠而接受了建立于人格化交换基础

之上的‘一致’的意识形态。”但在市场体系下的非

人格化交换中，当事人意图私利最大化的机会主义

行为却可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对于逐步步入市场

经济体系的中国农村而言，机会主义行为同样可以

带来巨大的收益。

面对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制度主义经

济学认为制度规则是最重要的，主张通过制度的

事前设计和事后奖惩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动机

和行为，认为人类的相互交往需要以秩序为基础

的信任作为前提，而要维持这种秩序，就要依靠禁

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科武钢

等，２０００）。有些学者（Ｂａｒｎａｒｄ，１９３８；Ｇａｌａｎｔｅｒ，
１９８１；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６）则主张重“私人合约安排”
（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ｒｄｅｒｉｎｇ）而轻“法律中心主义”（ｌｅｇ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他们在研究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行为的
过程中轻率地得出结论，认为私人合约安排比法律

中心主义在现实世界中更为有效。实际上，对于

“法人”之间的交易而言，由于法律的经验效力深入

（法人组织）人心，私人合约安排是比强调“法庭强

制贯彻法律规则”的法律中心主义更为有效的纠纷

解决机制，合约法往往只是当事人最后的诉求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ａｐｐｅａｌ）；但对于有“自然人”，特别是“自然
人”之间的“交易”而言，私人合约安排往往难以解

决问题，因为对于自然人而言，法律只存在于立法

者“应然”的世界，而不存在于他们内心的“实然”世

界。同时，法律也是私人合约安排得以顺利实现的

最终保障。所以，私人合约安排的有效性是有前

提、有条件的，法律才是“交易”顺利展开的最关键

因素。

因此，仅仅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中国农

村的“界畔纠纷”是不够的，还要从法律社会学的立

场来看待农村社会的“界畔纠纷”。制度主义经济

学也注意到社会习俗、习惯、风俗等非正式制度的

重要性。如果非正式制度与正式产权制度发生冲

突，正式制度的效力将大打折扣，因为代表统治阶

级的意志的正式制度是外在强加给个体的，但社会

习俗、风俗却是个体内心认可的价值规范，二者之

间往往是不一致的。马克思·韦伯则更为明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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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正当的合法性不仅来自于权威，也需要行

动各方的自愿合同作保障。为此，韦伯式的法律社

会学立场注意区分法学意义上的法律秩序和社会

学意义上的法律秩序，法学强调法律秩序所适用的

事实以及这些事实发生关系的方式，即关注法律的

内在效力，视法律命题的经验效力为当然；而社会

学则 不 然，它 强 调 法 律 秩 序 的 实 际 承 认

（Ｅｉｎｖｅｒｓｔａｎｄｎｉｓ），即关注于法律的经验效力。用韦
伯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存在于‘应然’的王国里，

另一个则存在于‘实然’的世界。”（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韦
伯的法律社会学立场对于研究我国农民问题尤为

重要，对于处于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农

业人口而言，传统社会习俗比正式制度规则更“深

入人心”，法律的内在效力和经验效力存在更大的

背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的启动和深化，农村土地资源的价值日益凸显和增

加，尤其面对由于“土地征用”带来的土地价值快速

显性化，农民对自身利益无限追求的机会主义行为

倾向是农村“界畔纠纷”爆发的内在因素；而在渐进

式改革推进过程中，正式产权制度的缺陷和法律经

验效力的缺失则使得社会法律“权威”丧失，机会主

义行为倾向无法得到控制，进而不能有效地约束农

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具体而言，本文的基本解释框

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当前农村界畔纠纷爆发的解释框架

三、农村“界畔纠纷”的发生机制

１．案例陈述
本文接下来所陈述的四个案例都有一个共同

的背景，即土地征用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案例的

收集地位于内蒙古Ｘ市的一个小镇，该镇处于远郊
区。根据《Ｘ市２００２—２０２０城市总体规划》，该镇的
大部分地区将纳入未来新城区建设规划和新农村

重点建设范围之内，同时，正在规划中的大（庆）广

（州）高速公路、国道３０６线一级公路以及赤凌高铁
（赤峰到凌源）都将经过该镇。

（１）模糊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案例一：内蒙古 ＤＹＺ村的村民肖某，几十年来

一直在自己住宅旁边的一块土地上打晒粮食（当

地叫“打场”），虽然没有正式颁发的土地产权证

书，但是祖祖辈辈就是这样沿袭下来的。在肖某

“场院”（就是农村居民打晒粮食的地方）下方是

该村郭某的林地，两家人向来和睦相处。但是随

着征地测量人员的到来，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他们

得知赤凌高铁的规划建设经过该“场院”所属土

地，每亩补偿标准为４２０００元。郭某找到肖某，并
声称“场院”是郭家所有，已经给肖某免费使用了

几十年了，现在要求肖某归还，并拿出原始的《农

村林地承包权证书》作为证据。证明书内容如下：

“甲方（内蒙古ＸＸ村委会）将Ｘ平方米的林地发包
给乙方（郭某），东至墙，西至大路，南至大路，北至

大路。”肖某则坚持认为郭某的《农村林地承包权证

书》是自己私下修改的，不予承认。为此两家人经

常相互吵骂，争执不下，甚至大打出手。

在这个案例中，按照农村传统“打场”的土地

是归属打场人的，但是郭某出示的《农村林地承包

权证书》却显示“场院”土地属于他家所有；而肖某

则认为原始的农村产权证书是手写的，可以随意

修改，郭某的《农村林地承包权证书》也是私自修

改的，不予承认。事实上，该案例中两位村民之间

的“界畔纠纷”暴露了农村土地产权界定不清的制

度性缺陷：一方面，土地承包合同对土地归属登记

含糊不清，边界没有明确地界定；另一方面，农村

土地承包合同是手写体，加之行政村管理松散，有

些承包书上的内容是农民自己填写的，然后到行

政村去盖章，这就为农民私下修改农村土地承包

合同留下了可乘之机。对于土地产权的明确界定

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必然要求，如果没有产权

的明确界定，纠纷和冲突就不可避免。正如

Ｅｎｓｍ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７）在肯尼亚所看到的困境：“正式土
地产权制度变迁失败的原因在于登记过程的交易

成本、互补性要素市场的缺陷，特别是重要的社会

规范和制度之间的矛盾，没有它们人们无法创造和

实施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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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有趣的是，一年以后，原本规划测量过的

施工路线却由于某些原因予以修改，赤凌高铁不再

经过该争执的“场院”地块，两家人暂时缓和了下

来。但郭某声明，若是再次征地拆迁，这块“场院”

仍然归他所有，肖某则继续予以否认……在案例中

我们看到，伴随着“未征地—可能征地—暂时不再

征地”的情境变化，两户村民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

“和谐—冲突—冲突缓和”的变化。这两条线索展

示了土地价值显性化和农村“界畔纠纷”之间的正

向关联。

（２）农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案例二：单某和姜某是同村村民，两家宅院本

不相邻，其间还有杨某的宅院。在单某和杨某两家

宅院之间有一块长约４０米、宽约２０米的“空地”，
单某多年来一直在该空地上晒晾粮食。但２００９年
姜某要建设一个小型养牛场，购买了杨某的宅院，

如此，单某和姜某就成了邻居。为了尽可能地扩大

自己养牛场的范围，姜某要把“空地”纳入他家养牛

场的范围，单某作为“空地”的实际使用人，当然不

会做出让步。为争夺此“空地”的归属权，两家人经

常吵架，争执不下，村干部、镇政府干部都曾试图调

解两家纠纷，均未成功。２０１１年当得知规划修建的
国道３０６线经过该地，此块“空地”可能带来巨大的
经济利益，两家更是都不肯让步，最后，单某和姜某

相互到法院起诉对方。

该纠纷案例最后以法庭外调解结束，姜某补偿

单某人民币１０００元，“空地”由姜某使用。实际上，
“空地”产权并不归属于二者中的任何一方，从法律

上看，“空地”的产权应属于村集体，而从农村社会

习俗来看属于单某。但姜某为了使自己“养牛场”

面积最大化却想“强占”此块空地。我们看到姜某

的机会主义行为在两家的纠纷中起着关键的催化

作用。

（３）农村社会“权威”的真空
案例三：ＤＹＺ村的谢某和王某有一块耕地是相

邻的。在２０个世纪９０年代初，当地启动坡地改梯
田工程，将原有的土地划分打乱。村小组组长（谢

某的亲属）做出判断，以田埂为界，对两家的土地进

行划分，王某家的耕地比谢某家的耕地在宽度上少

了１５公分（长度为２１０米）。王家当时出于各方面
的原因（特别是王家的户主当时是市粮食局的职

工，家庭相对富裕，而当时土地产出和产值有限）也

放弃了缺少的１５公分耕地的要求权。但是由于大
广高速公路经过两家承包的耕地，涉及拆迁补偿

款，王某在２０１０年再次提出对那１５公分土地的要
求权，遭到谢某的拒绝。谢某的根据是两家土地的

划分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由村小组组长确定；而王

某则认为两家人口相同，应该均分耕地。两家各执

一词，为此还找村小组组长和村委会干部进行协

调，村小组组长和村干部都互相推脱，不愿意处理

此类纠纷。经过王某的多次要求，村干部最后才勉

强出面来协调，但协调并未见效。谢某还觉得村干

部偏向王某，辱骂了村干部。

在上面的案例中，面对土地“界畔纠纷”，当地

村民分别引用不同的“权威”作为自己的证据。十

几年前，当时的村小组组长以“权威”身份出面，单

方面界定了两家土地的界限划分；王某则不承认村

小组组长的权威，要求按照土地承包有关法律规定

来平分土地；现在，谢某则不承认村干部的“权威”。

同时，从村小组组长到村委会干部，面对村民因土

地归属权界定而产生的纠纷，往往是采取回避的态

度，不作为；村小组组长和村干部即使出面干预，其

“权威”也难以得到认可，这既是农村土地冲突难以

调解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国农村原始性社会资本丧

失的重要表现。张静（２００３）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
点：“村干部的处理原则是两边做说服工作，‘哪边

好做做那边’，这等于哪边坚持且力量大就听哪边

的。”根据该村的村委会主任叙述，村委会即使公正

地作出判断，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村民往往也不会

听取村干部的意见，甚至对村干部打骂，村干部往

往也很无奈。下面的案例则更好地体现了农村社

会“权威”真空现状。

案例四：ＤＹＺ村的江某和ＸＦＳ村的刘某林地是
相邻的。江某和刘某都出示了林地承包合同。林

地承包合同关于承包内容、面积和地点的陈述格式

如下 “甲方将坐落在 的林地（山地）

亩，发包给乙方植树和管理，四界是：

南 至 ，北 至 ，西 至

，东至 ”。在两家相邻

处有一块面积约为２亩的林地，双方均宣称对其拥
有承包权，两者的林地承包产权证书都表明二者以

耕地为界，但并未详细说明以哪一片耕地为界。为

了争夺这２亩林地，刘某找到村上的几届老村长为
其作证；江某则动用自己的关系网络到北京请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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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电视台记者，并找到ＤＹＺ村的村民为其作证。
在本案例中江某用村民、媒体和法律界人士为

其“作证”，刘某则请村小组组长作为“证人”，但实

际上，二者的“作证”都是难以辨识的，二者所引用

的“权威”也是与“合法权威”相悖的。韦伯区分了

三类权威的理想类型，即基于规则合法性信仰的

“合法权威”（ｌｅｇ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基于传统神圣性信仰
的“传统权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和基于“个人的
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典范特性以及为他所启示或

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的“超凡魅
力型权威”（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ｔｉ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在案例四中也存
在三类力量：村委会、镇政府和区政府干部代表合

法权威系统；媒体和律师代表非政府组织力量，近

似于超凡魅力型权威；村民和村小组组长代表传统

民间力量，近似于韦伯的传统权威。在案例三中，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合法权威”得不到谢某的认

可；在案例四中，政府的合法权威甚至未进入姜某

和刘某纠纷调解的“权威”系统之内。同时，相对于

政府和法律的权威，江某更愿意借助于私人网络求

助于媒体和律师，乃至村民作证，这说明了代表合

法权威的政府部门和正规产权制度在农村社会是

缺位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案例四中，江某和刘某都未

想找镇政府和区政府的干部作为调解人，后来经笔

者询问，江某曾因其房屋拆迁补偿标准问题与镇政

府和区政府的干部有过争吵①，江某也辱骂过镇政

府和区政府工作人员。通过这个案例，我们看到，

在传统道德约束力下降的情况下，法律制度没有很

好地起到约束村民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现实中

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等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不

作为、乱作为、无能力作为严重损害了合法权威在

农村居民中的信任度，使得包括土地产权制度在内

的诸多法律制度停留在“应然”的世界里，法律的经

验效力甚微，出现权威真空状态。

２．农村“界畔纠纷”的发生机制
根据以上案例，至少有三种因素有助于我们清

晰地认识当前中国农村“界畔纠纷”的爆发：一是人

类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这也是

农民内部的主要因素；二是农村土地产权，特别是

土地承包归属权划分不明确，产权证书语言表述模

糊，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准确执行；三是农村社会“权

威”丧失，无论是传统的道德规范、社会习俗，还是

村干部，乃至国家的法律法法规，在今天的农村都

难以成为村民心中的绝对“权威”，农民的机会主义

行为未能得到有效地约束，即韦伯所说的法律经验

效力的缺乏。后两者是农村“界畔纠纷”爆发的外

部影响因素。

当然，在这四个“界畔纠纷”的案例中，最重要

的还在于农村土地承包归属权划分相对不清②。一

方面，相邻地块之间没有固定的界址，只选择其中

某一点作参照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或人为等因

素，参照物很容易自然遗失或被毁（把增强，２０１１）。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传统的农村土地承包合

同只有一个总体的概述，并没有每块土地的详细度

量划分，也就是说没有像城市房屋产权证书那样有

一个精确的面积界定，其一般形式如下“甲方将 ＸＸ
亩土地（田）发包给乙方，该地位于 ＸＸ，东至 ＸＸ西
至ＸＸ，南至ＸＸ，北至ＸＸ。其中一等地ＸＸ亩，二等
地ＸＸ亩，三等地ＸＸ亩，四等地ＸＸ亩……”。我们
看到，四边的界限都是用本身易变和非固定标记作

为分界的，如东至大路、西至荒地、北至耕地、南至

大路等。这里有一点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在农村，

林地、耕地、荒地和路的宽度和界限本身缺乏严格

的度量规定。一条三米宽的土路，如果平时人流量

较大，路面很可能逐渐变宽，比如说扩展到６米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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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实，江某的房屋拆迁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当得知拆迁路线经过该镇水泥厂以后，江某伙同该村村委

会干部一起出资在水泥厂院墙外搭建了１７间简易的门面房，想套取拆迁补偿款。在村委会干部的推波助澜下，这类套取拆迁
补偿款的行为在当地十分盛行，比如还有村民得知拆迁可能经过其耕地时就连夜加班，在耕地上钻水井或搭建简易蔬菜大棚。

“农村土地承包归属权划分相对不清”是农村土地产权不清的一种表现，它指称的是农民个体层次上，同一行政村或村

小组内，不同农户之间，特别是所承包土地相邻的农户之间，因为历史遗留因素和农村承包合同设计的失误，缺乏准确和一致

的标准度量所致的土地在不同农户之间的划分界限不明，某一小面积土地在相邻的两个农户之间归属划分上的不清晰。同

时，对农村土地的承包权明确后，政府相关部门还需要颁发证明或证书。但据了解，目前全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取得这

类法律依据；已办理的土地承包手续的也是五花八门，有合同、证明、经营权证书等等，而且缺乏统一规范，发证机构也不统一，

这就造成了一定的潜在产权争议隐患。



反之，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车流量和人流量比较少，

乃至废弃，３米宽的田间小路可能会缩小为１米宽；
同样，如果路边耕地和林地所有者逐渐扩张，原本

属于公用的土路还可能被完全侵占。这种非严格

度量就成为农民之间争议的起点。还有一些农民

通过开荒和植树等方式把属于国家或集体的土地

（原来本是过路或者荒草地等）也化为己有，这些原

本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成另外一个利

益争夺的焦点。

此外，征用土地时，政府往往采用一次性经济

补偿的办法，这就使得原本每年收益甚微的土地

价值集中化为一笔农民心目中的“巨款”。面对骤

然而至的几万乃至几十万、上百万的金钱诱惑，向

来手头拮据的农民往往震动较大，为了争夺土地

资源可能带来的价值，村民往往完全以经济利益

为取向，从吵架到大打出手，全然不顾邻里之情，

乃至血缘之亲情。换而言之，城市化进程，特别是

征地补偿所带来的农村土地资源价值显性化激发

了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当然，也要看到，当前农

村“界畔纠纷”的爆发还存在其它影响因素，特别

是我国“耕地细碎化”的因素。耕地细碎化增加了

农村土地界畔的数量，自然也就增大了农村“界畔

纠纷”爆发的可能性。但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在

此不再赘述。

四、农村“界畔纠纷”的治理路径

对于当前中国农村“界畔纠纷”的解读，必须从

人类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本性出发。人类的机会

主义行为取向是与物质价值货币化和资本化相关

联的，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０４）称之为“货币宗教”①或“货币功
能化”，马克思则称之为“货币资本化”。事实上，在

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机会主义行为往往是

得不偿失的。广为引用的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１９２２）在原始
部落观察到的“库拉圈”仪式，只是物化世界没有转

化为货币化世界，传统权威和超凡魅力型权威充斥

社会的特殊产物；同时，库拉仪式近似巫术或者一

种象征性仪式，只是传统权威和超凡魅力型权威的

表现形式，并非社会交换。换而言之，机会主义行

为动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

社会生产出现剩余，为竞争“剩余”的所有权，人类

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就开始出现了；而当进入货币

符号化的市场经济以后，“剩余”成为普遍存在的事

实，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也随之更普遍。就农民而

言，城市化的推进，特别是“土地征用”使得土地资

源从实物形态转化为土地资产的价值形态成为可

预期的事件（即显化土地资产，或土地资产显化），

土地资源价值显性化激发和刺激了农民内心的机

会主义行为动机，争夺土地资源价值而爆发“界畔

纠纷”就不难理解了。

在认清农民机会主义行为动机之后，我们应该

考虑的是如何约束农民追逐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

Ｈａｒｔ（１９６１）的评述也许有助于我们对机会主义动机
和行为的理解和控制：“对长期利益和善意力量（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ｗｉｌｌ）的理解都并非是被所有
人所认同的。有时，所有人都偏好的是他们自己眼

前的利益……制裁并非需要一般的服从动机（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ｍｏｔｉｖｅｆｏｒ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而是保证那些自愿服
从者不因违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到伤害”。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６）认为“可能遭受到事后机会主义
行为（ｅｘｐｏｓｔ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的交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将能
够从事前（ｅｘａｎｔｅ）恰当防护设计中受益”。这也就
是说需要通过多维度的制度设计和社会治理来建

立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机制和对“服从者”的奖

励机制。具体而言，建立一个有效地约束农民机会

主义行为的规则连续统，关键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

出改进：

１．建立划分明确、易于执行的产权制度
张五常（２００９）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决定土

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步德茂（２００８）指出“就土
地而言，这包括划定出一块土地的物理边界线”。

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权归属问题

上，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明确的土地使用权边界，一

纸土地承包合同的小失误，在机会主义行为动机

下可能导致大问题。产权界定不清，个体行动者

行动的后果就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成本与收益

就不能理性计算，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侵权行为也

就不可避免。为了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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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



必须是排他的或专一的。产权的排他性①是现代

产权制度的基础，如果农村土地承包权不具有排

他性，也就难以解决“搭便车”问题和杜绝农民的

机会主义行为。所以，当前要继续做好农村土地

的确权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村耕地、林地和宅

基地界限做明确划分，以有效防止农民在土地归

属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行为。

２．建立产权制度的经验效力，树立农村
社会“权威”

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在产权划分明确的基础

上，还需要将产权制度规则在行为人内心进行内

化，即实现法律秩序的经验效力。从韦伯的法律社

会学立场来看，明晰的产权制度加上法制权威的社

会承认才是一个有效地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

系统。步德茂（２００８）通过对中国清代史料的研究
也发现：当伦理规范面临压力，或者说道德经济逐

渐丧失约束力的时候，法律体系很难再对农民构成

吓阻，“无论官府对土地争诉的判决再怎么公平公

正或是符合经济效率，这些弱势的农民也已无暇冷

静思考”，土地暴力冲突随之失控；但随着产权契约

的革新被民众广为接受，暴力纠纷就会逐渐减少。

实际上，无论是正规法律规范还是传统社会习俗都

需要个人的“服从”（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服从’应该被理
解为服从者的行动要遵循这样的路线：出于自身利

益的需要，而把命令的内容当作行动的依据”

（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即服从法律规定是符合行动者自身
利益的。相反，如果对法律规定的遵守不符合行动

者的自身利益，那么，“服从”必然成为问题，人们的

机会主义行为就会甚嚣尘上。正如美国学者 Ｓｃｏｔｔ
（１９８５）在东南亚农村所观察到的那样，农民会把作
为弱者武器式的“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

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发挥

到极致，采取表面服从、背地反抗的双重文本②。当

然机会主义者不仅仅是采取“表面服从、背地反抗

的双重文本”，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会采取公开的

反抗形式。如何让农民服从“合法权威”，贯彻具有

经验效力的产权制度，是约束其机会主义行为的关

键，机制设计理论称之为具备激励相容和自我实施

特征的规则。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权威”缺位，法规也并非是

指导人们行为的唯一准则。要有效约束农民机会

主义行为，控制“界畔纠纷”的发生，需要在制度设

计，特别是农村土地确权上下工夫；更需要在农村

社会法制权威和政府信任的树立上下工夫，让土地

产权规则从立法者“应然”（ｏｕｇｈｔ）世界走入农民
“实然”（ｉｓ）的世界。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工
作需要展开：（１）考虑到人们敢于违反法律和政府
的公正裁决的可能原因之一就是农民处于“裸资状

态”，即他们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资

源、资本会失去，法律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机会主义

行为而制裁自己。因此，政府需要加快建立和健全

农村土地产权相关规则，特别是要建立惩罚和约束

农民机会主义行为的法律法规，比如采取“通报”的

形式对机会主义行为人进行道德谴责。虽然采取

过分的民事惩罚措施是不当的，但作为生活在现实

社会的个人，个人尊严的污名化、村民间相互评议

等道德谴责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起到约束人们违

规行为的作用。（２）要加大各级政府廉政建设力
度，树立政府管理部门的廉政形象，赢得人民群众

的政治信任；同时，加大国家关于农村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在农村社会树立法律的权威地

位。（３）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农村居民
的法律文化素质，特别是要学法、懂法，树立法律权

威不可侵犯的信念。

总之，土地资源价值显性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

市场化趋势，我们应当把它作为一个“常量”；我们

可以把归属划分明确的“正式产权制度”和法律规

则的“合法权威”地位作为两个可变的变量来处理。

此外，要认识到仅有现代产权制度是难以有效约束

人类的机会主义行为的，还需要社会“权威”。因为

货币功能化以后，传统权威和超凡魅力型权威与人

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需求是相互冲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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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所谓产权的排他性即对特定财产的特定权利只有一个行为主体，从而使他能阻止其他行动者进入特定财产权利的领

域。

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０）在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ｓ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Ｈｉｄｄｅｎ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一书中区分了双重文本，即“公开的文本”（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和“隐藏的文本”（ｈｉｄｄｅｎ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公开的文本是农民的一种表演策略，表面的附和，隐藏的文本则是农民意愿的真
实表达。



“合法权威”来对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约束。在市场

化社会，建立明确清晰的产权制度，并树立“合法权

威”的威信，实现法律的经验效力，才是约束人类机

会主义行为的最优路径选择，这也是控制当前我国

农村“界畔纠纷”的关键。

参考文献：

把增强．２０１１．契约与法院：民国时期土地交易与纠纷解决的

二元嬗递［Ｊ］．河北学刊，３１（２）：８２８５．

胡勇，陈利根．２０１０．中国转型期土地权属纠纷：系统分析与

文化对策［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４（３）：８１１．

科武钢，史漫飞．２０００．制度经济学［Ｍ］．韩朝华．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７２４．

李红波，谭术魁，游和远．２００６．当代中国土地冲突问题及其

根源探究［Ｊ］．天府新论（６）：６０６３．

马克思．２０１０．资本论［Ｍ］．海口：南海出版社．

孟宏斌，郑凤田．２０１０．我国农村土地征用中的制度缺陷与主

体利益冲突演化［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３９（４）：１０６１１１．

诺斯．１９９４．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Ｍ］．陈郁，罗华平，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２０３２０４．

孙守朋．２００７．１８世纪中国经济变迁背景下基层司法体制考

察———以土地产权纠纷审理为例［Ｊ］．兰州学刊（１１）：

１８０１８２．

谭术魁．２００９．中国频繁爆发土地冲突事件的原因探究［Ｊ］．

中国土地科学，２３（６）：４４５０．

步德茂．２００８．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１８世纪中国财产

权利的暴力纠纷［Ｍ］．张世明，刘亚从，陈兆肆．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７３７４，２７８．

张静．２００３．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Ｊ］．中国

社会科学（１）：１１３１２４．

张五常．２００９．中国的经济制度［Ｍ］．神州大地增订版．北京：

中信出版社：１４４１４５．

周艳波．２００８．论农村土地纠纷类型、原因和解决措施［Ｊ］．学

术界（１）：１７１１７６．

ＢＡＲＮＡＲＤＣＩ．１９３８．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ＥＮＳＭＩＮＧＥＲＪ．１９９７．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ｔｏＬａｎｄ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Ｍ］∥ＤＲＯＢＡＫ

ＪＮ，ＮＹＥＪＶＣ．Ｉｎ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６５１９８．

ＨａｒｔＨＬＡ．１９６１．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Ｌａｗ［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３．

ＧＡＬＡＮＴＥＲＭ．１９８１．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ｍａｎｙｒｏｏｍｓ：ｃｏｕｒｔｓ，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ｌａｗ［Ｊ］．Ｊｏｕ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１９：１４１．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Ｂ．１９２２．Ａｒｇｏｎａｕｔ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Ｍ］．

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ｔ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Ｄ．

Ｄｕｔｔｏｎ＆Ｃｏ．

ＰＯＬＡＮＹＩＫ．１９４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ＯｕｒＴｉｍｅ［Ｍ］．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４４．

ＳＣＯＴＴＪＣ．１９８５．Ｗｅａｐ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ｋ：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Ｆｏｒｍｓ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９．

ＳＩＭＭＥＬＧ．２００４．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ｏｎｅｙ［Ｍ］．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Ｌｔｄ．

ＳＩＭＯＮＨＡ．１９８５．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ｗｉｔ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９７：３０３．

ＷＥＢＥＲＭ．１９７８．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１４２１５，３１１．

ＷＥＨＲＭＡＮＮＢ．２００６．ＣａｄａｓｔｒｅｉｎＩｔｓｅｌｆＷｏｎ’ｔＳｏｌｖｅ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ｅＢｏｌｅ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Ｌ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Ｃ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Ａｆｒｉｃａ［Ｃ］∥５ｔｈ

ＦＩ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Ｌ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ｏｏ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ｃｃｒａ，Ｇｈａｎａ（３）：８１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ＯＥ．１９９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ａｎｄＩｔｓＣｒｉｔｉｃｓ［Ｊ］．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４（２）：９７１０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ＯＥ．１９９６．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４０４８．

（编辑：夏　冬，段文娟）

９

谢秋山，马润生：机会主义、土地产权、合法权威与农村“界畔纠纷”


